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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进程中激励机制的转型与建构

成  婧 *
a

［摘　要］  国家治理过程中激励机制是解释发展的重要变量。我国激励机制的建构是以体制、制

度、文化为支撑的，结合国家发展目标与个人理性诉求的利益兼容性激励模式。这一模式中，国家维度

的目标设定与官员维度的奖励设计是激励机制的核心。从以魅力型权威为依托的政治忠诚到以科层

制理性为依托的绩效追求再到多元激励目标的形成，激励机制的目标设定是随着治理环境和治理语境

的改变而转型的；而从精神奖励到财政奖励再到晋升奖励的转型，激励机制中的奖励设计则为国家治

理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官员行为提供了不同的策略性动机和动力。

［关键词］  国家治理；激励机制；利益兼容性激励；激励目标；奖励设计

激励机制是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解释变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从计划时期的社会主义大生产到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国家治理目标总是能够依托合理的激励机制得以实现。那么，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激励机制何以有效发挥作用？如何进行目标调适以适应不同的发展目标？如何调动官员的积极

性？这一系列问题是理解我国激励机制建构的关键。同时，从历史维度对国家治理中的激励机制进行

深入剖析，不仅可以厘清激励机制的转型轨迹，而且可以通过连接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官员行为的方

式，推动国家治理进程中相关制度的理性设计和顶层设计。

一、 国家治理中的激励问题

国家治理的核心在于设计一个合适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级政府与官员以利益兼容的方式完成治理

目标。在激励机制的构建中，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政府和官员理性是激励问题产生的起点。

（一）  激励问题的产生：委托代理关系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官员理性

激励问题产生于委托代理关系之中，由于下级享有上级所不具有的信息优势与一定程度的自由裁

量权，所以激励的作用就在于保证下级在上级的指令下完成组织目标。具体到国家治理过程中，自由

裁量权与政府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激励的重要性，如果政府享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官员可以随意处置

*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210004。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国家

治理理念的价值支持与路径选择”（14ZZD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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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那么公共权力就会演化成一种“合法的伤害权”，所以如何引导、约束政府行为和官员行为，使得

上下级之间获得目标一致同时避免权力的自由裁量变为“合法伤害”，是激励机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在我国，国家治理中的激励问题产生于委托代理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官员理性，产生于两层

的委托代理关系中：首先，中央政府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是国家目标的“直接阐释者”，地方政府是个

宏观的概念，按照目前的行政层级设计，地方政府有省、市、县、乡四级，各级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以及

上级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在地方治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以大局观完成上级的治理目标，一方面要根据

各地的现实谋取区域发展。在中央—地方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中央与地方治理目标的一致性需要激励

机制发挥功效。其次，政策的执行有赖于不同层级官员，政府理性的实现、治理效率的获取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官员行为。国家治理委托代理链中的重要环节存在于政府与官员之间，官员身份的二重性为激

励设置了多重目标：一方面官员必须代表着国家利益，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其行为应该最大范围彰显

公共理性；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官员还是个人利益的追求者，具有个人理性。在这一层面上看，激励的

关键在于将政府治理目标与官员理性相结合。因此，激励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理性与个

人理性的“利益兼容”，激励中的利益兼容有多重方式，核心是将官员的利益关切与国家目标相融合。

（二）  政治锦标赛：“利益兼容性激励”的实现方式

国家治理中，有效激励的核心是解决委托代理中利益多元化问题。按照政府激励理论，由于政府

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完成的是多维度目标，提供的是垄断性的公共服务，所以应该采取不同于企业

管理的“弱激励”a模式：政府中官员领取固定收入，讲究按规章办事，激励目标是多元化的。针对各

级政府而言，它们承担着多重任务、代理着不同偏好利益群体的利益，如果对于其中某项任务进行强

激励，就会导致对其他政府目标的偏废，所以，政府的“弱激励”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鼓励委托

代理链中具有多目标的政府平衡完成各项任务的一种方式。然而，弱激励需要面临的挑战就是，如果

政府官员都是官僚等级结构中领取固定薪酬，按照规章办事的“螺丝钉”，那么绩效何以获取？这一问

题面对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现实，更是无法解答。在西方，“公共官僚模型”b是解释公共部门激励

的重要手段，这一理论将追求预算最大化作为部门的一大目标，公共组织对于预算的追求激励其提供

良好的公共服务。这一激励理论将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但是政府中的官僚都是理性人，其收入

并不随组织预算而增加，所以这一理论的解释盲区在于，没有将公共组织激励与个人激励相联系，即

没有实现组织与官员之间的利益兼容。

针对这一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结构，有效解释中国治理绩效的激励模式应该将各级政府与

官员理性融合其中，学者周黎安用“政治锦标赛”概括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激励机制。这一理论来自

经济学中的“锦标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是一种通过“拉开薪酬差距、通过考察其业绩排名

而非实绩的办法来选择谁能够获得晋升”c的激励方式，而“政治锦标赛”是一种通过排名竞争的方

式激励官员积极作为、产生治理效率的激励方式。它的核心正是重视了委托代理链中的利益兼容问

题，将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紧密相连，其核心是将国家治理目标与官员个人期待相结合，实现利益

兼容，从而实现治理效率d。中央—地方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属地管理的特点，为政府的层层竞争设

aJ. Tirole，“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Oxford Economic Paper，vol.46，1993，pp. 1—29.
bW. A. Niskanen，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Chicago：Aldine Atherton，1971，p. 151.
cE. Lazear & S. Rosen，“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89，1981，

pp. 841—864.
d周黎安所提出的“政治锦标赛”构建官员晋升与纯粹经济指标的强关联性，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国家发展的过程

中，经济指标的获取并非唯一的目标，不少学者也从这方面对这一提法提出质疑。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政治锦标赛”是一种
“利益兼容性”的激励模式，因此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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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条件，而“政治锦标赛”的开展，解决了层层监督的失灵问题以及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节

约了监督成本。这种组织结构决定了“政治锦标赛”式的激励机制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一定的解

释力。

可以发现，从建国初期的全面大生产，到改革开放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党的十八大后的

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治理目标的实现都得益于利益兼容性激励机制，但国家激励机制的构建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激励机制通过不断注入的时代因素不断变化，通过指标体系的变动，运用

不同的激励策略构建着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

二、 国家治理中激励机制的转型与建构逻辑

激励机制的构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激励机制的分析离不开治理环境与治理

语境。新中国成立以来，结合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体制、制度、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构成我国激励机

制转型与建构的基本逻辑。

（一）  转型中的国家治理：激励机制建构的治理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国家发展目标完全不同，但是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上来

看，都采取了合适的激励机制。我们可以分阶段进行分析：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的是

一种动员型的精神激励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重要的任务是改变国家落后的现实面貌，解决人民

的吃饭问题，因此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民运动成为必然。国家独立与统一带来的自信感与荣誉感以

及人民公社“大锅饭”带来的乌托邦愿景使得全体国民自动加入“比学赶帮超”的竞争中，通过一次次

的上层动员产生激励，各地在国家号召下展开了以农业、工业、科教文等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为中

心的大比拼，通过数目字管理将比赛不断推向深入，从而开展了一场“没有观众的全民竞赛”。它调动

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是一场全民参加的生产大比拼，全民都是运动员，中央是最后的裁判，各级政

府既是下级政府的裁判员，又是上级部门指挥下的运动员a。同时，这一时期的激励是建立在对于社会

主义的美好憧憬之上的，革命情怀与精神诉求成为激励机制有效运转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治理环境发生改变，国家激励机制也实现了转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

展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激励的中心由“吃大

锅饭”的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型，对意识形态的强调逐渐淡化，效率和发展成为一种新型

的治理目标。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初步确立了国

家发展的效率导向。此后，国家治理实践逐步为各类趋利行为松绑，鼓励或默许各类为实现效率而采

取的创新性探索。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拓展为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到了2012年，十八大又将其拓展为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提出不能简单以 GDP 来论英雄，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

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在发展的过程中，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从改革开放

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核心的价值导向逐步转型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导向，随着社会

问题、环境问题等发展问题的呈现，又逐步转向对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维度关注。

a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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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国家治理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治理环境，因此具有不同的治理目标，国

家激励机制必然随其改变而不断转型，导致其内在的激励目标与手段不同，但是有效激励机制也有其

不变的因素，体制、制度、文化构成了激励机制运转的基本逻辑。

（二）  国家治理中激励机制的建构逻辑

首先，国家治理中的集权—分权体制是有效激励的体制依托。中国是一个政治体制上高度集权，

但是行政体制上高度分权的国家。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几次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收放，但中央还是以

政策的制定和行政命令、文件的下发控制了大部分的决策权。在具体的运行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种审

批项目约束着地方行为。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对比中，中央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不过从另外一个

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行政分权的国家，从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上看，中央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

只有不到17%a，地方政府在历次的权力收放中获得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剩余财富汲取能力，并

在委托代理链条中获得了地方治权，这种职能上的中央集权与执行上的行政分权被学者称为“集权—

分权”悖论b。但是也正是这种集权—分权的共存现象为有效激励机制的构建提供了体制支持，上下级

之间的权力收放为治权的委托—代理提供了可能，集权集的是权力发包权，分权分的是地方为实现增

长而独立作为的治理权。有了上级的政治控制和监督权，政府才可以开展举行“绩效比拼”，而下级政

府有了自由裁量权，才可以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锦标赛，激励的实现来自于官员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行

动力。所以，尽管说集权—分权的权力分配让各级政府职能摇摆不定，但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设定的

恒定规则是：上级对下级的人事任命权与下级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决策权。这是激励机制有效运转的

前提与制度基础。

其次，具有时代特色的“双向考核制度”为激励机制提供规则设计。“有效制度供给是国家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决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变量”c。在国家治理中，考核制度的设定

是激励的核心，各类考核指标的设定是决定国家治理目标是否能够高效完成的重点所在。它可以分

为正向激励与负面激励两类，两类激励通过考核机制得以实现。在我国，考核指标根据当时的国家政

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制定，在不同时期彰显出时代特色，通过考核指标的“指挥棒”作用引导地

方政府与官员的作为。此外，激励机制的规则设定还具有另外一个面向，即逆向淘汰制度，“政治锦标

赛”中表现不佳或者违反规则者将会被取消参赛资格。

再次，官本位思想为激励机制提供文化依托。除了体制、制度的支持外，激励制度的有效性还依

托于深入人心的官本位政治文化。官本位文化可以将社会精英吸纳进入体制，并产生积极的参与“政

治锦标赛”比赛热情。从古代选拔机制来说，“学而优则仕”建立了最初的精英选拔机制，士大夫阶级

是知识、道德、权力的代表者。帝制时代的整个社会结构都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从衣食住行到礼仪

习俗，以官爵为核心的社会等级制度建立并稳固下来，形成了一套官本位的资源分配体系、社会荣誉

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官员在财富的占有中占据绝对优势，有报纸统计，在过去1000年中，有半数以

上超级世界富豪身居高官的，只有中国一家d，这就将财富与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附着在官员身上

的附加利益，让官职具有了巨大的吸引力，为官一方成为光宗耀祖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最有效方式。在

这种社会文化的浸润下，身处体制外或者体制下层的官员就会产生争相进入并快速攀爬的欲望。而这

就为激励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必备的文化支撑，可想如果官员对行政级别没有期待，那么体制的吸纳力

a数据按照 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来。
b楼继伟：《选择改革的优先次序：二十年回顾与思考》，《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 8月 7日。
c易承志：《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制度供给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1期。
d参见 1999年 1月 11日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http：//online .wsj .com /public /resources /documents /mill-1-timeline .htm。

转引自俞可平：《官本主义引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学反思》，《人民论坛》2013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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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容易解释，而激励就很难有效发挥作用。

总体来说，我国国家治理中激励机制的构建以治理环境与治理语境的变化为依托，集权—分权体

制、“双向考核制度”、官本位文化共同组成激励机制转型与构建的基本逻辑。对治理语境的强调是激

励研究的关键，所以从历史维度对激励机制中的“激励目标”与“奖励因素”的动态分析，可以动态呈

现我国利益兼容性激励机制的形成。

三、 治理转型中国家维度的激励目标设定

建国以来的治理转型必然影响激励机制的建构，计划时期的“比学赶帮超”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

展竞赛面对的是不同的治理背景，激励目标的设定反映着国家治理的导向，通过历史梳理，可以发现

激励机制随国家治理目标的转变轨迹。

（一）  计划时期的激励目标：魅力型权威为依托的“政治忠诚”

建国初期，国家提出的工农业大生产目标主要依靠动员的方式层层下达，由于大跃进运动带来的

浮夸风气，社会主义改造带来的意识形态强化，官员行为可以直接导致越级提拔或者戴帽子式的直接

罢免，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意识形态，也就是对政治忠诚的确认。政治运作体现的是科层制原则与意

识形态约束的结合，但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力量大大超过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在整个大跃进的

过程中，政府的科层结构起到的作用就是任务传达并层层下压，各级政府和官员都是完成国家治理指

标的工具，因此也具有深刻的工具理性，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对生产竞赛的深入参与，并且

不断“塑造”高产量，以此彰显自己的政治忠诚。在之后的革命年代，对意识形态的强化、对政治忠诚

的追求更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方向。

在这一过程中，激励目标的构建是被扭曲的，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生产目标逐步转型为对政治忠诚

的确认。因为在当时的治理环境下，戴帽子式的批判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高产卫星”的鸣放不是地方

政府和各级官员争取治理绩效展现，而是表现其政治忠诚的与社会主义信仰的方式。这种看似不可理

解的“意识形态规训激励”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存在理由，因为在生产效率不高、思想领域不统一的现

实中，运用意识形态发展生产是一种最具效率的治理方式，并且政治狂热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的生产积

极性，树立社会主义信仰与信心。所以，不论从中央还是从地方各级官员来说，开展或者参加以政治

忠诚为中心的竞赛都是一种理性选择。

深刻分析这种激励机制产生的制度依托可以发现，在建国初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塑造的领袖

权威仍然存在，彼时的国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魅力政治，领袖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个人，官员

的提拔和罢免可以无制度障碍地进行。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卡里斯玛型领袖的权威是国家激励的核

心，表现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领袖号召力上，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目标的高效达成很大程度上依

靠领导的号召力。这种号召力借助动员体制产生从上至下的激励动能，同时，激励的奖项也完全依靠

领袖权威带来的精神嘉奖。这种激励的开展是低成本的，效果确是十分显著的。

（二）  绩效追求期的激励目标：科层制理性为依托的 GDP 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控制的枷锁被逐渐冲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为效率追求松绑，国

家激励的方向必然发生转变，绩效追求一跃成为代替政治忠诚的激励目标。1978年提出将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1年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1992年十四大正式确

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变带来的是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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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强力追求。与国家发展目标相对应，1979年以来的多个干部考核制度都规定了考绩的主要内

容，GDP 顺利成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激励的重要目标，这是因为相对于“德”“能”“勤”，“绩”是唯一一

个可以用指标量化的考核标准，而对于治理绩效，GDP 又是一个最容易量化的考核指标，因此作为重

要的激励目标成为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指挥棒”。

在这一时期，以 GDP 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竞赛得以开展，很大程度上依托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组织的

理性化建设，即科层理性。现代化必然伴随的是理性官僚制的建构，在西方逐渐为韦伯式官僚制除魅

的时代，中国的市场化则需要一个科学化、理性化的官僚体系为其铺垫。卡里斯玛权威伴随着领袖的

消失必定逐渐褪去，所以魅力政治带来的高动员式政治激励也必然随之转型。激发个体能动性，开展

社会主义建设必然需要一个

自上而上的官僚组织，这也是

1980年代以来国家着力干部

体制改革的原因，这一阶段的

“政治锦标赛”仍然依托中央的

发号施令，但是激励目标是层

层传达的，国家不具备直接动

员群众的力量而只能依靠地方

政府和官员。所以说，改革开

放以来的国家发展对自上而下

的行政组织的依赖性较强。这

就解释了为何在短短的30多

年时间内，不论是中央财政分

权式的财政包干体制还是中央

集权化的分税制体制，都能获

得成效。所以说，关键不在财

税，不在经济，而在于行政组织

中，得益于科层理性。

（三）  全面发展期的激励

目标：多维激励目标的形成与

构建

革命年代的生产锦标赛依

托卡利斯玛权威与政治忠诚的

感召，改革开放以来的 GDP 竞

赛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

开展，而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

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对 GDP 过

分强调带来的发展不均衡。

在 GDP 崇拜的激励目标下，地

方政府和官员充分利用了手中

的自由裁量权，为经济增长创

年  份 文  件 考核指标要点

1979年

《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实行干部考

核制度的意见》

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考核，绩主要

指现代化建设直接或间接所作的贡献。

1998年
《党政领导干部考

核工作暂行规定》

各项经济工作指标的完成情况，经济发展的

速度、效益与后劲，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幅度

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环境与生态保护、

人口与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状况；

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成效等。

2006年

《体现科学发展观

要求的地方党政

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试行办法》

人均生产总值及增长、人均财政收入及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及增长、资源消耗与安全生产、

基础教育、城镇就业、社会保障、城乡文化生

活、人口与计划生育、耕地等资源保护、环境

保护、科技投入与创新等。

2009年

《地方党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综

合考核评价办法

（试行）》

依据有关方面提供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

持续发展整体情况和民意调查结果等内容，

重点评价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成效。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综合效益、城

乡居民收入、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发展代价，

基础教育、城镇就业、医疗卫生、城乡文化生

活、社会安全，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生态建

设与耕地等资源保护、人口与计划生育、科

技投入与创新等。

2013年

《关于改进地方党

政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政绩考核

工作的通知》

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看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

实际成效。

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论英雄。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长速度与干

部的德能勤绩廉画等号，将其作为干部提拔

任用的依据，作为高配干部或者提高干部职

级待遇的依据，作为末位淘汰的依据。

实行责任追究。制定违背科学发展行为责任

追究办法，强化离任责任审计。 

（资料来源：根据文件文本整理）

表1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考核内容变化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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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足够的制度空间，行政权力的行使为单一的目标导向所牵引，因此导致社会矛盾增加、环境问题突

出。所以国家治理目标不断转型，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激励机制的目标设

定也不断发生变化，从干部考核目标的变化中可以发现这一变动轨迹（见表1）。从党的十六大以来，

社会发展、生态环境、腐败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维度激励目标的设定已经开始逐步摆脱一

元化的 GDP 崇拜，开始构建关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激励目标群。同时约束性因素被带入

国家激励的目标，表现为追责机制的强化，强力反腐的实行。

四、 治理转型中官员维度的激励奖项设计

按照利益兼容性的设计原则，国家治理的目标设定是激励机制的国家维度，对于身处其中的行动

者来说，激励机制中必须具有与之配套的奖励措施，这是激励的官员维度。从历史发展来看，激励机

制中的奖项设计也是随治理背景不断转化的。

（一）  革命动员年代覆盖全员的精神奖励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激励机制针对官员的奖项都是精神上的，虽然在计划时期也有物质激

励以及干部晋升甚至越级晋升等职位奖励，但这种奖励使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建国初期，为了解决粮

食供给问题，中央利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公社化运动来鼓励人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为集体荣

誉而劳动，彼时竞赛的奖励成本极其低廉，大部分都是精神上的认可。在那个时代，人们参加生产大比

拼不是为了升迁、发财，而是为了单纯的社会主义理想，徽章、荣誉奖状、奖旗作为荣誉的载体，发挥了

很好的激励作用。同时，模范人物的塑造与宣传也是一种重要激励手段，雷锋、邓稼先、王进喜、焦裕

禄等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示范、激励作用。

总结这个时段国家治理中的激励机制可以发现，奖励的设置过多地局限于精神层面，政治层面的

职务升降大多起到的是负面的降职以及“戴帽子”式的意识形态否定作用。由于治理缺乏制度化、常

态化，对于身处其中的官员来说，激励机制中的精神嘉奖能够带来很好的短时功效，但是长期看来，这

种建立在社会主义理想憧憬之上的单纯的精神奖励是不会具有永久生命力的。

（二）  增长动员年代的财政奖励与晋升奖励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为了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如老干部平反、返城大批知识青年的安置、

提高职工收入等，国家财政产生了很大赤字，所以中央和地方采取“分灶吃饭”的财政改革，让地方成

为财政收入的分成者，调动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以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在财政包干的制度

引导下各地方政府纷纷展开竞争，在获得治理权的同时也得到了财政留成带来的经济激励。但从本质

上讲，财税奖励是一种针对地方政府的“地方集体奖”，理论上讲收益的是整体性的地方经济发展，而

非官员自身。这种财税奖励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逐步发生改变，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成重新发

生变化，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经济发展的劲头以及地方竞争的激烈程度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家激励

仍然高效存在，说明在激励过程中，财税带来的物质奖励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针对激励的奖

项必然已经渗透至自上而下的官员群体。官员是科层组织的核心，是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重要行为者，

科层组织中的所有官员在自己岗位上奋力而为使得上级的激励目标能够层层执行，而官员回报必须存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每一个官员都必须成为国家激励的奖励对象，这就决定了在以达成治理目标为中

心的激励机制中，必然存在针对全体官员的奖励制度，从而通过科层组织中的人带动整个国家治理体

系的运转，实现激励奖项设置过程中“地方集体奖”和“个人业绩奖”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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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的体面生活与良好的福利制度为官员提供了一种行为激励，但是普遍性福利不具有强激

励效果，因此更重要的奖励应该依托“差异制造机制”，制造的是被差别对待的权利，对于官员来讲，就

是一种“职务附加”，获得的手段就是职务晋升，“级别分明的干部制度作为一种激励因素，通过‘差异

制造机制’发挥作用”a。在以发展为中心的年代，官员晋升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一

点可以用地方官员的晋升路径，即官员的职业前景佐证，经济强省（市）的官员总是具有更多的晋升

机会与更大的晋升空间。

（三）  权力运行制度化要求下激励奖项的转型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国家激励目标出现了转型，地方治理绩效不能简单地用 GDP 来考量，

这就使得官员晋升的准则发生变化，考核指标的可测度性降低与多任务兼顾的要求使得原本激励机

制中行动者的奖励需要转型。另外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后，权力运行制度化的追求使得以晋升为

主的激励奖项设计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因为官员追责机制的建立与容错机制的缺失使得官员的

积极作为可能面临着被问责的负激励，这将严重影响治理目标的实现，目前出现的官员庸政、懒政、

怠政现象就是例证。从本质上讲，这就是激励奖项缺失的体现，原本的积极作为可以带来物质奖励

与晋升奖励，而当下确有被问责的风险，所以理性的官员个体就会以更加保守的姿态参与到国家治

理实践中。同时，对于官员来讲，由于多元价值理念的冲击与利益实现方式的多元化，面对权力运行

制度化带来的行为约束，体制的吸纳力也显著降低。面对这一治理环境，激励机制中的奖项设计需

要应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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